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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嫁接的民族主义和共治的可能性

一一以“西藏问题”为例

田岛英一

科恩（H. Kohn）曾将民族主义分为追求市民共同体的理性的“西型”和追

求历史文化共同体的非理性的“东型”，并断定说后者总潜伏着破坏原有国

际秩序的可能性。

任何民族主义的版本都没有著作权。无论是属于“西型”的或“东型”的，

一旦有一个新版本问世 随时都会有人把它拷贝下来做个盗版。王侯、贵族

等封建统治阶层尤其爱做盗版，这是因为在民族国家成为主流的时代里，民

族主义使他们与被统治人民融合在一起，公开宣布自己也是民族成员，这样

才能够保持其地位。安德森（B. Anderson）曾把这种现象叫做“钦定民族主

义”。（1)

东方各国的民族主义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激发起来的，所以统治阶层面临着

双重的危机：既要担心人民把他们当作非民族成员，又要担心被帝国主义势

力推翻现有的政体。面临外患内忧使他们比欧洲、｜王侯、贵族还渴望钦定民族

主义。当时东方各国的政体虽然在程度上或形态上有差别，但都是既封建又

专制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尚未成熟 更不可能有什么市民自由主义。因此

东方各国的钦定民族主义难免倾向于 μ东型”

“血统”、“语言”是它的关键词。

所谓的“西藏问题” 也是由两种“东型”民族主义冲突而产生的矛盾。本

文拟分析中国民族主义和西藏民族主义的特征，探讨解决或缓和包括“西藏

问题”在内的民族矛盾，实现“共治”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一体”的方案

或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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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妥协和“中华民族”的诞生

小熊（1995）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民族观可以分为“单一民族论”和

“混合民族论”。前者以本居宜长等 u国学”者们的国粹主义为思想背景，认

为“日本人”从古以来就是“日本人”，较封闭的地理条件和独一无二的天皇

制一直都让“日本人”维持“优秀”的血统和文化。而后者眼来自西方的人类

学等现代科学有密切的关系，认为“日本人”不仅是在过去通过混血或在文

化上的同化作用形成的，而且是在未来也能够同化其他的民族，甚至能实现

u大东亚共荣圈”（＝以天皇与大和民族为中心的模拟家庭）的理想。倘若国力

不足，遭列强侵压，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例如：在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

争以前的时期），；或被占领（例如：二战后的美军统治时代），日本人转为

内向时，就容易倾向于“单一民族论”。可一旦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活跃，日

本人就把眼光转移到国外，就容易倾向于具有扩张性的“混合民族论”。小

熊还指出：“混合民族论”看起来好像是对外开放的民族观，可其本质是不

正视民族之间的差别，将其敷衍或消去口，最后把对方改造成“有残缺的日本

人”（＝二等国民）的策略。

由此可见，“东型”也有“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类型。这一点，中国

的情况也有所相似。不同的是：面临西方列强压迫的清朝本来就是多民族帝

国。也就是说，亡国的危机和多民族一元化的需要是同时出现的，没有像日

本那样的时差。因此与日本比较，中国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的难度更

大。处于危急之秋，精英阶层却议论纷纷，分歧多端，其路程比日本还要艰

苦漫长。

中华帝国是安德森所说的“宗教共同体”，是一个大规模文化系统。（2）其

纽带是神圣语言（＝读书人所使用的古汉语）和礼教，以炎黄血统为主的种

族观念始终替代不了它们所代表的中华文明。这一点 有利于各族和睦共

处。中华皇帝是被天任命为其维护者兼传播者的，是好比罗马法王的 u天教

教主”，而所有臣民都是接受他的教化的， u天”所疼爱的赤子，不分种族。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救国主张保皇，意在保“天”。换句话说，他们要

维护整个文化系统 继续保证中华文明的优势以及中华皇帝统治天下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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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此，既能维护各族之间的和睦，又能保住整个清朝的江山，“满汉不

分，君民同体”（康有为），一致对外。康有为说：“满洲、蒙古，皆吾同种，

何从别而异之？”。）他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较有势力的少数民族已经均在

悠久的历史中跟汉族人同化了。

保皇党的“大同”是以汉族为核心的大同，而决不是完全平等的多元主义。

就像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康有为说：“各种

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为夷裔夏裔乎？”（4），梁启超亦说＂中国同化力之强，

为东西历史家所同认．．．（中略）．．．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

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5）可以看出，保皇党的民族观与“混

合民族论”一样，都是一种“外向型”的。

革命党的立场是种族革命，其民族观相近于“单一民族论”。孙中山说：“那

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中略）．．．满洲人关，到如今已有

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族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洲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

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6）由此可见， u种族革命”的“种族”就

是几百年的时间都抹不去的印记，简直是血的诅咒。这的确属于坚信自己种

族的优良血统，排斥外族的“内向型”的民族观。

其实他（也许有意地）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所说的“汉人”们在经

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灾难、“宗教共同体”的崩溃和 u救世主时间”（安

德森）的断绝后，才明白原来自己是“汉人”，中土不是天下的中心，也没有

什么天下大同这回事。见洋人的军舰游一飞四海才觉醒的精英阶层戴了威斯特

发里亚和约、法国大革命、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带色眼镜，学会西方科学的远

近法后，才“发现”该国的皇室属于另一个“民族”，他们是篡夺 u汉族人的

主权”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是驱逐的对象。他们所谋求的“种族中国”是

用某种西方民族主义照射过去时才会浮现出的幻影。在这个幻影中，白起活

埋敌人的暴行不会有“嘉定三屠”那么残酷无情，明初禁止“胡风”的做法也

没有“驰虏”强要汉人编辫子的做法那么野蛮霸道。

保皇革命双方主张的民族观如此不同。保皇党要留下现有的“文化中国”，

而革命党从西方某些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出发谋求“种族中国”。一方处于

东方语境中，另一方处于西方语境中。语境不同，自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318 一 (49) 



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但他们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他们都不愿意把清朝原有的领土割让给外国。对革命党的民族观来

说，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是“内向型”的，所以它就像 u单一民族论”曾妨碍

日本的“对外进出”那样，难免限制领土的规模。如果中国只是汉族人的 u种

族中国”，那中国的领土应该缩小为宋代或明代的版图，这在面积上不及清

朝版图的二分之一。真要如此，就等于让列强任意瓜分东北、新疆、西藏等

地，失去这些边境地区的内地好比手无寸铁的书生。这对国家的安全保障来

说，无疑是下策。而对个人名誉来说，也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岂能放弃

半个江山，在史册上与秦才会之辈为伍，承担“万古罪人”的臭名？自然革命

党也只好想办法确保“文化中国”的版图。第二，不管如何，他们都相信汉

族人的优势。保皇党所说的“同化之力” 其中心点是汉族人。革命党一向

主张中国该由汉族人来掌权。在他们的争论中，汉族精英分子才是主体，大

部分少数民族始终都处于被动局面，甚至只是一种不会说话的客体。少数民

族的文化 u落后”于汉族是不争的“事实”，双方都默认的前提。从这个角度

来看，其实保皇革命双方的民族观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有亲和力，有妥协的

余地。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成功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而这

个中华民族的概念来源于五族共和的理想。五族共和就是革命党对保皇党的

妥协，能维护清朝原有的领土的决策。可这个妥协把中华民族的概念弄得模

糊多了。看起来中华民国好像是有“文化中国”大的 u种族中国”。而中华民

族既不是单纯的种族，又不是皇帝的臣民，更不是在自由主义语境中的市民。

（请注意当时的中华民国未能进入 u宪政”时期。）但中华民族仍是中华民国

的 nation。那么中华民族的纽带是什么？若是文化，那是什么文化？若是血

统，那是什么血统？答案似乎是：华夏文化和炎黄血统。可这是一个被默认

的事实。既然“中华民族”不仅仅指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就不能常

挂在嘴上的。后来孙中山反复地预言少数民族将与汉族人同化，甚至蒋介石

曾说“中国没有民族，就有宗族气也不足为怪。通婚混血也好，教化也罢，

只有同化，才能够摆脱这种既暧昧又尴尬的状态。

我在此再次强调，当时中国精英阶层面临的困难是今日难以想象的。而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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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口众多，其物质文明总比少数民族先进。作为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汉族人若不起核心作用，那还有谁能够把少数民族从殖民地化的危机中拯救

出来？我们生活在21 世纪，所以能冷静地来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不

分青红皂白加以严厉批评，可能有些不公平，过于苛刻了。

但教训总是不能不吸取的。当初的“中华民族”是往“种族中国”上嫁接“文

化中国”后才产生的畸形果实：就像平野（2004）指出的那样，少数民族反

感汉族的原因是，放弃保障多元统一的尊重宗教的态度，站在一个以把中国

民族主义者看好的价值（昔日是汉文化，今日是社会主义）为唯一的正面价

值的立场，贬低了各个宗教文化。这就是自当时至今日一直都留下来的，大

汉族主义的祸根。

2. 西藏 ω流亡政府”的 45 年

“西藏问题”的概念也并不清楚，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性质不同的层面：

一个是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一些未能处理的问题，另一个是藏区

和藏族人的治理问题。其实对达赖喇嘛来说，这两种问题完全是一回事。本

文并不是从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出发的（7) 可流亡政府也不是通过任何民主

程序选出来的，所以总不能无条件地将它视为代表藏区的合法政体，两种问

题还是暂时不得不分开。我们先谈谈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问题。

1959年达赖喇嘛在 u西藏叛乱”中逃离西藏 迄今已有45年的岁月了。此

后的北京一达赖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几经波折，尚未能达成任何共识。

1960年迁居到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开始着手流亡政府的“民主改革”

同年选出 u西藏国民代表委员会” 1963 年发表了《西藏宪法》。此时世界正

在冷战格局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

营尖锐地对立，也爆发了各种规模的“代理性”热战。 20世纪60年代，美国

谍报机关培训康巴游击队，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社会主

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也并不是坚如磐石的。 20世纪 60年代，中苏两国的矛盾

逐渐地表面化了。两国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边境地区的安全。 1962年伊宁

发生了大规模居民逃跑事件。曾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印两国对国界、

西藏等问题仍有分歧，于 1962 年 10 月爆发了中印两国边境部队的冲突。中

- 316 一 (51) 



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相对孤立，边境地区风云告急。外患之外，又有内忧。

1966年左翼势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少数民族地区也经受了空前绝后的严

重灾害。尤其是藏族、维族等民族的宗教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自然对马列主

义以及党的领导怀有严重不信任感。在这种情况下， 20世纪60-70年代的北

京一达赖关系自然也没有任何进展。

在 1978年班禅喇嘛恢复自由和政治权利，以及党的 11 届三中全会确定改

革开放路线以后，北京一达赖关系好不容易开始好转了。 1979年以后，流亡

政府屡次派遣西藏访问团，并与北京保持联系。达赖也很少提“独立”这两

个字眼了。 1980年党总书记胡耀邦考察西藏 批评了过去一些民族政策上

的错误，指出了需要扩大西藏自治。同年党中央也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总

结过去对西藏政策中的错误措施并吸取了教训。 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总算得到了法律保障。但另一方面达赖回顾说： 1983 年中国官方又开

始压迫西藏的异见人士，他不得不放弃了回国的计划。（8）西方国家开始表示

对 u西藏问题”的关注，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上发表言论的机会也日益增多。

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上发表所谓的《五项和平计划》，在拉

萨也发生了与此呼应的，要求独立的游行。 1988 年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

欧盟会议上提出了《七项和平建议》。这一系列讲话体现了他所说的“中庸之

道”，不要求独立，也不接受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中方高度警惕他利用西

方各国的“人权外交”对中国施加压力 并严厉谴责他和给他提供活动场所

的西方国家。 1989年班禅喇嘛圆寂，中国佛教协会举办葬礼并邀请达赖喇

嘛。达赖回顾说：由于当时刚被北京政府拒绝在日内瓦进行谈判的提议，所

以他也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在北京单独谈判的建议。他认为回国就难以避免和

中方官员见面，而这就等于是接受了他当时刚拒绝的中方建议，因此他选择

了不接受该协会的邀请。（9）此后在拉萨发生了大规模暴乱，西藏自治区（现

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当时任区党委书记）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戒严

令。 1989年也是东欧震撼世界的一年，中国也处于六四暴乱的风波中。中美、

中欧关系陷人了僵局，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北京一达赖关系又走

进了一个死胡同。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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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达赖喇嘛得到了西方领导人的重视。比如在 1991 年的一年里就有美

国布什总统、英国首相梅捷等人会见了他。可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

党的 14大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针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了。

产业界的压力已经超过呼吁人权外交的部分舆论，欧美各国政府不得不开始

改善对华关系，达赖喇嘛的活动空间也渐渐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20世纪 90年代后半，港澳台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1995 年党总书记

江泽民发表了有关对台政策的“江八点”基本方针， 1996 年爆发海峡危机，

1997 年香港回归， 1999年澳门也回归中国了。这时期达赖喇嘛用 u一国两制”

的概念来重新定义“中庸之道”，并开始靠近台湾。 1997年，他为了 u弘法”

首次访问了台湾。在台湾岛内弥漫 u闽南语民族主义”情绪，也有不少政客

用“新台湾人”“新中原” u正名”等口号发出促进 u台湾民族建设”的信息时，

世界著名的“和平战士”又靠近了台湾，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高度警惕。从

此以后，中方又添加了一个新前提：只有在他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的前提下，才有进行谈判的可能。 1995 年发生的班禅喇嘛转生灵童问

题也成了新的死结，北京一达赖关系雪上加霜。

2002年流亡政府派遣西藏访问团，北京一达赖关系 1993 年以后第一次恢

复了公式接触。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中，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民族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经济建设方

面，中央对西藏输血式的投资开发从不间断。中央也动员各级地方政府和各

级机关，展开了对口支援。比如《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指出， 1994

年至 2001 年，中央对西藏的直接投资建设了 62项工程，总投资额达48.6 亿

元， 15个对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无偿援建716个项目，资金投人达31.6亿元。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近40年间，西藏财政支出共计 875.86亿元，其中中

央补贴占比竟高达94.9%。这说明西藏经济一旦要断中央的奶，立刻就会崩

溃的。达赖最近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说：让西藏留在中国，就会获

得益处。（10）这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现在中方有了充分的信心，在与流亡

政府的暗斗过程中也掌握了主导权。除非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

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开声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国政府才有可能与他进行接触商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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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烧眉毛的该是快迎古稀的达赖喇嘛。

杨（2003）认为北京一达赖双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认知落差很大，其差距

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 a. “西藏问题”的本质、 b. 西藏的范围、 c. 自治的内容、

d. 对西藏现代化的看法。（口）其中 a和 d含有有关民主、人权、经济、传统文

化等因素的问题。像田岛（2003）指出过的那样，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单纯的

民族问题。比如流亡政府发表的言论、美国政府屡次发表的人权报告书以及

各个国际人权NGO等发表的中国报告等通常谴责西藏境内的一些“民主”、

u人权”问题。可这些问题并不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特有的，他们所批评的那

些现象内地都存在着。（虽然不知是否像那些报告中说的那么普遍。另外该

指出的是，这些现象也绝不是中国特有的，可以说那些批判者的身边都存在

着。）所以有关民主、人权的状况的改革，应该与全中国的政治改革、民主

法制建设等问题一起谈。除非主观地站在把西藏视为独立国家的立场上，似

乎没合理的理由把它作为“民族问题”单独探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也是如

此。笔者访问西藏时曾昕说不少藏族学生的家长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上汉语小

学，而故意回避藏语小学。这大概是与美国加州的不少拉美民工看好英语学

校，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上西班牙语学校是完全同质的现象。要在市场经济中

获得成功，先得学好该地区的 u霸权语言”。达赖喇嘛谴责中国说，中国通

过教育抹杀西藏的传统文化 可不可思议的是他倒允许达兰萨拉的藏族学

校用英语上课。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总淡化传统文化，这也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变化的不

仅仅是西藏文化，内地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消失的危机，如今《民族民间传统

文化保护法》都列人了全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口）再说，“传统”是在与

其他文化接触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变化、重组、升华的。虽然所谓的 u爱国者”

往往要强词夺理地宣传＂传统”的悠久历史，但是历史上从来没存在过一个

迄今千篇一律的老传统，除非它是已经被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死文化。怎样调

和经济全球化和传统文化是全球性问题，决不是狭义的 u民族问题”。因此

本文不把这些问题当作讨论的对象，主要探讨b （中方将 u小西藏＝西藏自治

区”叫西藏，而达赖喇嘛所说的西藏是“大西藏＝整个藏区”）和 c （中方所说

的“自治”是民族区域自治，而达赖喇嘛所要求的是一国两制模式的“高度

(54)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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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

3. “高度自治”“大西藏”的误区

3-1. 自治的内容

毛里（2001）依照武者小路公秀的理论框架将种族分类为下列四种，并认

为藏族、维族都属于“建立国家的种族气要求民族自决权是理所当然的事：

1. 建立国家的种族：曾形成过国家的种族。此民族认同是要求主权的。

2. 未建立国家的种族：从未形成过国家的种族。但有可能将来要求主权。

3. 土著的种族：被一个成立在居住地区外的国家征服的种族。

4. 迁居的种族：背井离乡，生活在异地的种族。

她还说nation和 ethnic-group本来就没有任何客观的分类标准，谁是nation

谁是ethnic-group，简直是根据政治性的判断。中国政府不把藏族、维族视

为nation也是如此。（η）

我对她的看法基本上表示赞同，但我们不能低估“政治性判断”的重要性。

改变现有的国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起来政治成本特别高。我们不应该忘

记二战后的巴勒斯坦、 20世纪 90年代的南斯拉夫使当地居民付出了多大的

代价。藏区的利益关系特别复杂，尤其是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一般

都是大杂居状态，即使中方允诺建立“西藏国家”或“西藏特别行政区气划

定新国界是难中之难。划定后各族依然和睦的可能性也非常渺茫。连曾主张

中华联邦的流亡学者严家祺都反对“大西藏”的概念，也不足为怪。 (14)

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分开来，就西藏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也会引

起不少相关的问题。第一，流亡政府内部也有鸽鹰两派。即使高度自治能满

足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鸽派，西藏青年会议等鹰派还有可能得寸进尺，继续要

求独立。到时候中方要劝说他们，也不容易。第二，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等，

应该排除双重标准，对万人平等。既然西藏藏族人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就

有可能导致其他民族、甚至不在 56个“公认”民族之内的各种群体都提出同

样的要求。那时候该头疼的不仅仅是中国政府，“西藏特别行政区”也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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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同样的困难。譬如＂行政区”内的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等群体都

要求“高度自治”，“行政区”也没理由拒绝了。最后或许叫整个国家都陷入“高

度自治”的无限循环。中国政府一向强调说，回归祖国的旧殖民地和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是两回事，前者才是一国两制的对象。无论这说法的说服力大还

是小，这都是从现实的政治判断出发的决策，不应该光从学术性的探讨来加

以批判。至少现在西藏的“高度自治”是不现实的。

3一2. 西藏的范围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其实达赖喇嘛也走进了跟清末民国初的精英阶

层同样的误区。他所说的“大西藏”就是拉萨藏语中的“poe" （＝西藏，古藏

文形式： bod）或＂poe qenb。”（大西藏，古藏文形式： bod chenpo）。也就是

“poeba" （＝藏族人，古藏文形式： bodpa）居住的地界。可这“poeba”的认同

纽带到底是什么？

语言吗？可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以及西部方言彼此的悬隔非常大，

难以互相沟通。也许有人说：“虽然语音上有很大的区别，但各个方言与古

藏文形式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都可以视为来源于同一个祖语的。

而且都使用同一种文字，就像汉族人使用汉字一样，所以讲各个方言的人都

是＇poeba’。”但这么说来，锡金、不丹、拉达克等地的语言也要算是藏语了。

不过达赖喇嘛从来没说过“大西藏”含有这些地方。

血统吗？部分西部方言的使用者继承伊朗血统，有黄发碧眼。四川｜、云南、

青海、甘肃等地的藏族人也有不少人跟汉族或别的少数民族通婚混血的。再

加上，卫藏人和康巴人的体格容貌也不大一样，甚至我曾昕一些拉萨人说过

康巴人不算是同族。

宗教吗？那么内蒙古、外蒙古、部分俄国远东地区都要加入“大西藏”，

更加荒唐。

历史吗？那么以哪个时代为标准？若是吐蕃那大西藏里该有锡金、不丹、

尼泊尔北部等地。格鲁派政权成立的时代吗？那么大西藏只不过是达赖班禅

统治的卫藏地方。其他藏区大部分都是土司统治的。

由此可见，所谓的“大西藏”也没有任何客观的划定标准，只是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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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宗教、历史等因素模糊不清地混在一起才产生的现代性概念。

西藏无疑是安德森所说的 u宗教共同体”，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空间界限。

神圣语言（用于佛经的古藏文）和藏传佛教才是他们的纽带。达赖喇嘛以及

他身边的人们并没编过民族的神话，也没炮出过任何有系统的钦定民族主义。

因为他不是清末的满人皇帝，很多藏族人对他已经有认同感，不可能有人排

斥他。但藏族人民对他的认同不是现代性（或政治性）的，而是中世纪（或

宗教性）的。甚至可以说对藏族人民来说，他属于什么民族都不重要，重要

的就是他是观音菩萨的转生者这个“事实”。说实在的，蒙古人当中也有不

少像他那样的活佛。蒙古人也不排斥藏族出身的达赖喇嘛，我们连在乌兰巳

托的民居里都能发现墙上贴着他的照片。这些事实证明人们对他的认同不是

像形成民族国家那样的现代性、政治性的民族认同。如果藏族人民支持他，

那不是因为他是藏族人的政治领袖，而是因为他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他

的最大的矛盾是为了他的政治企图（＝藏族人的自决或高度自治），他只能依

靠藏族人民对他的宗教性认同。所以偶尔发生的大规模反抗行动不是宗教性

的（在拉萨发生的抗议游行几乎都是僧侣尼姑等人组织的）就是经济性的（20

世纪 50年代四川、青海等地的民族暴乱是藏族人民反感急进社会主义改革

才发生的）。（巴）

流亡政府的民族主义是往宗教认同嫁接“大西藏”幻想的，与中国钦定民

族主义一样有可能产生畸形果实。当然这种嫁接是有政治观念的人才能想得

出，做得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u大西藏”的构想本身证明达赖喇嘛是个

政治观念很丰富的人物。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基础资源都是印度政府提供

的。自然他的 u大西藏”只能往中国国内扩大，他却没要过印度的一寸领土。

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地从来不在他构想的“大西藏”范围内。他曾主张要

把西藏改成和平区，驱逐军队，不许储备核武器。关于这个“西藏和平区”

构想，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印度。

当然现实世界中所有的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相信藏族人民并不完全

满意现状。但如所上述 “大西藏”“高度自治”的可行性目前太低，我们只

能走第三条路。那就是用制度或非制度的方法弥补缺陷，给现有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提供更好的主观、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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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走向共治

另一个“西藏问题”是藏区和藏族人的治理问题。

治理（governance）是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涉及精神、心理、思想以及理

念的问题。政治学、法律学等领域主要谈有关政治、法律的制度。可制度也

是一种外在剌激。我们总不能将人类与实验室里的老鼠“一视同仁气不能

假设对一个外在剌激所有的人都会一律反应。人类有自我的思想，有许多主

观因素潜在内面。所以儒家所说的“外王”和“内圣’＼对治理来说都是要重

视的。我们在完善外在制度的同时，也要考虑怎样引导或调节人们内面的主

观因素。所以我们谈治理时，除了政治学、法律学等外，还需要社会学、文

化人类学、哲学、宗教学等领域的视角。

在制度方面，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民族治理的基本制度。朱（2003）认为，

传统的民族自治概念产生了殖民地自治、民族文化自治、民族领土自治等模

式，可始终未能解决排他性、从属性等矛盾。在 u后自治”时代，自治需要

新的内容：共治。他说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含有中华民族“合众而一”的理想

观念、“天下为公”的“和合而治”的思想境界、管理国家事务与地方事务的“两

层面共治”、参与管理并接受管理的 u双向共治”等特征，所以它能使得自治

和他治互相统一，互相促进。（16)

“两层面共治”、“双向共治”等都是制度本身的属性而“合众而一”的

理念、“天下为公” u和合而治”的思想境界等，都属于人类思想中的主观因

素。可我认为拿理念、思想来评估民族治理制度是很危险的事。他说，孙中

山提倡的“五族共和”、毛泽东说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伟大

的民族国家”、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都体现“合众而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可这些人物都是汉族领袖或学者，而且他们提倡

或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大部分少数民族都被处于次要性群体（subaltern)

的位置，才没有办法向这些领袖或学者开口建议。我们还凭什么说这是各族

共同的理念？“天下为公”“和合而治”也是属于汉文化（尤其是儒家）语境

里的理念。也许有人说，少数民族语言里也有同样的俗语。可这到底证明“天

下为公”“和合而治”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 还是证明这是哪国哪民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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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普遍理想？说实在的，连日语中都有大约同义等说法。（当然还能强辩说

这些都是日本人从中国拿来的。）如果有个基督教徒在基督教的语境中举了

些例子，也没昕取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意见，就说“伊斯兰教徒，犹太

教徒也会接收我们三教的共治”，这个说法还会有说服力吗？

此外这里还含有一个循环论证的错误。如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实现共治，

是因为它体现“合众而＿，，的理念，反映“天下为公”＂和合而治”的思想境界，

那么连卖药的都可以说：吃这药你一定能减肥，因为我卖的减肥药反映了我

要开发减肥药的美丽梦想。（口）

但他强调共治的理想是正确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该追求这个理想。“两

层面共治”（共治的对象：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及地方事务的管理）和“双向共

治”（共治的形式：参与管理以及接受管理）也是在该制度中不可缺的。问题

是：怎样才能够让区域内所有的成员接受共治的理想？

首先要改客为主，发挥各民族的积极性。光在嘴上说“当家作主”也不起

任何作用。赫瑞（2002）指出：“族群”是西欧、北美的概念，分类时看重族

体成员怎样看自己 所以具有主体性。而“民族”是中国、俄国的概念，是

局外人来分类的，所以具有客体性。如上所述，以往围绕中华民族展开论战

的人几乎都是汉族精英。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只是沉默的次要性群体。马列主

义的历史观是典型的进步历史观，视为所有的民族都在从原始社会开始走

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过程中的单线性历史观。这单线性容易“辨别”在A、

B 两个民族当中哪个“先进”哪个“落后”。而汉族无疑在中华民族当中是最

“先进”的，至少没有那些未能摆脱“精神鸦片”（＝宗教）的民族那么“落后”。

所以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他们又是客体，是改造的对象。可

假如真要共治，每个民族应该都是主体。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赫瑞所说的“民

族”的概念渐渐地改成为像 u族群”那样的概念？比如每次人口普查的时候

可以重新识别民族，并且在民族识别的时候较为重视成员自己的认同感。这

样做，当然也有负面效果。但只要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例如：用法律手段

规定“人口不到 5000人的群体无权申请为新民族”；“划定为新民族的群体在

计划生育、统一高考等项目中只能享有原有的权利”等），就能防止过于任

意的，或别有企图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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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瑞还说：“民族识别工作无疑是有其科学依据和客观标准的，但也有其

随意性。”就是说，当初识别民族的时候除了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

域的科学知识以外，从事该工作的学者和官员还考虑到了一些政治上的需要。

倘若以后重视成员自己的认同感，重新识别民族，那么也许会通过成员主动

的合并出现人口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不过反正区域已经成立了，只要不重

新划定区域的界线，仍只能分开在几个区域参与自治。估计对整个国家的利

益也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第二，该确保平等性。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费孝通，其民族观的基础都是以

汉族为核心的溶化锅（melting-pot）论。可“核心一周边”决不是一个平等的

关系。自我中心是人的通病。也许汉族人为“中华五千年的光辉历史”而感

到骄傲，坚信没历史等于没文化。也许藏族人认为西藏高原是观音菩萨的宝

座，是世界的中心。也许维族人觉得麦加才是世界的中心，北京处于比新疆

还偏僻的边境。即使如此，也没有办法。但在公共场所做出发言的时候，其

发言措辞上起码需要“在政治上的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今后略称为

PC）。

PC来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却是后来对美国社会运动影响深远的概念。

其目的是：“防止各种社会中的群体、少数民族或个人的感情和尊严被不妥

当的词汇、态度或行动受到伤害。，，

工，，，也是这个概念的体现。我们往往看见有人谈到过去中国的民族交流史

时，就轻易地用“中央政府”这个非常现代的词汇。可比如宋、金、西夏当中，

到底用什么标准来决定哪个是中央？大概不是轻易地依照二十四史所代表的

“正统王朝”等观念来决定，就是利用“将多民族国家的现状投射在过去上去

那样的远近法的颠倒”（四）来决定的。 56个民族如果真的平等，就该没有“中

央”“边缘”的二项对立。“中央政府”这样的词用在历史上时该加倍小心。

2002年 12 月爆发的“民族英雄论争”也可以视为一种围绕PC 的斗争。中

国《全日制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余桂元主编）说：“只把反对外来侵略

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

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

但是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这个观点引起了各界论争，连海外华人界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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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其中。岳飞、文天祥的后裔和其“敌人”的后裔如今是兄弟民族，都是

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该大纲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感情，选择了上述的方

针。这是典型的希求PC的表现。遗憾的是虽然有一些人对该大纲表示了赞

同（20），可是大部分人仍对其严厉谴责。尤其是网络上的言论粗暴得不堪人民

甚至有人在论坛上写出一些余桂元的私人信息，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这样

暴露出了好比20世纪60一70年代批判大会的黑暗面。

第二，要互相认可。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大部分少数民族儿童都掌握了

一定的普通话能力，也在语文、历史等课上学了不少有关汉文化的知识。可

会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人，恐怕在参加对口支援的干部当中也没有多少人。

大型书店里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专柜一般门可罗雀，规模也小，甚至根

本没有。也许需要在小学里开办澳大利亚模式的多语言教育班，给儿童提供

学（或接触）少数民族语言的机会。

宗教的地位提高也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尊严。比如应该鼓励宗

教人员直接参与社会服务事业，也在媒体上表扬现有的，宗教人士组织的社

会服务活动。目前宗教团体对社会的贡献王要是通过捐款方式的，可已经也

有一部分直接参与社会服务事业的宗教团体或有宗教背景的NPO。（川今后

如果这种宗教人员直接参与的各类社会服务事业扩大发展起来，就有利于宗

教在中国社会中获得广泛认可。

除了共治问题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漏洞。比如今后也

许需要重新定义“区域”。现有的民族区域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可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少中西部的人才流向沿海地区。也许作为民族区域自治

的补充形式，以后需要用“民族社区”的概念来保护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

另外，中央正推进的小城镇化政策今后也会把 u自治县”“民族乡”改成城镇。

到时需要建立 u自治市”“民族镇”的概念并准备有关法规。（刀）

5. 结束语

清末的保皇革命两党的论争最后达到了一个妥协。为了维护“文化中国”

的版图，种族革命却不排斥非汉族人，在“中华民族”的名义下进行了强制

性的民族建设。这种把“文化中国”往“种族中国”上嫁接的做法留下了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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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的祸根。

“西藏流亡政府”对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说不，提倡享有 u高度自治”的“大

西藏”。但是 u高度自治”可行性低，目前难以实现。“大西藏”的划定也没

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因为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政权本来就是“宗教共同

体”，没有明确的界限。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认同，也是宗教性认同。所以

流亡政府的民族主义是将“大西藏”的幻想往宗教性认同嫁接的。其带来成

功的可能性极为渺小。

所以我们不能采取现有的中国民族主义之路，也不能支持流亡政府的要求。

只能改良现有的民族区域自治来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严，实现真正的共

治。那么需要满足改客为主，发挥各族的积极性；确保平等性；互相认可等

条件。

但这做起来不容易。其中的一个关键，可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问

题。

马列主义历史观是单线进步史观。所以民族的发展阶段也能用“先进”（褒

义词）、“落后”（贬义词）等单纯的词汇来评估。可是若一个人不承认价值和

历史的多元性，那他还能顺利地进行多元一体的民族建设吗？

马列主义信奉唯物论和无神论所以党和宗教之间没有亲和力。可一到基

层，爱在寺庙烧香跪拜，或每周五都去清真寺参加礼拜的共产党员并不罕见。

这也是人的本性，根本没必要去禁止。

首先，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马列主义是科学，可有神无神的问题不是科学

探究的对象，达尔文也不是为了证明没有上帝才研究进化论的。不强调无神

论，就有利于解除或淡化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恐惧，与宗教团体的统战工作

也会更顺利。第二，宗教信仰属于私人领域。不能享有私人生活的党员是否

还能懂得去尊重别人的私人领域？使党员自己的私人领域（包括宗教信仰在

内）丰富起来，有利于人权保障。第三，如果有宗教信仰的党员参与民族治理，

肯定有利于建立更良好的党群关系，也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宗教

在内）的地位。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暂时不提无神论，缓和有关党员信

仰宗教的禁令，就至少有三得而无一失。

马列主义的历史观预言民族和宗教的消灭 可这样的日子即使会有也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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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将来，至少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之后。而现在似乎还没有人具

体地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怎样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同样也没理由现在硬着头皮去谈民族、宗教的消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告诉我们，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不管你有多少年薪，

只要你能代表人民的广泛利益，你就是好党员。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说，不管

你信神信佛，不管信不信历史的必然性，只要你能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去做，你就是好党员？如果没有真正多元一体的执政党，就不会有真正多元

一体的社会。

注

(1) 安德森（1997），第二章。

(2) 同书，第六章。

(3) 引自《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4) 同上。

(5) 引自《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6) 引自《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7) 比如今年5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说

“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来决定，而只能由

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来决定。”

(8) 达赖喇嘛（2001），第十四章。

(9) 同上，第十五章。

(10)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3 年 10 月 19 日。

(11）杨（2003），第 28-29 页。

(12）宋（2004），第 6 页。

(13) 毛里（2001），第 27-28 页。

(14）安（2002），第 199-200 页。

(15) 平野聪指出，如果20世纪前半已经形成藏族人的民族认同， 1950年拟

驻拉萨的解放军部队抵达四川藏区时应该遭到抵抗。可实际上四川康巴

人组织“quxi gangchuk”（＝四河六山，古藏文形式： chubzhi sgangdrug) 

部队武装反抗解放军的是农业集体化开始以后的 1959年。请参照毛里

(2001），第六章。

(16) 但对他来说，民族共治只是通向民族自然融合的桥梁，每个种族将融合

为一个nation。但王（2002）却预言说：多样性、多元化是全球性的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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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它会瓦解民族国家内的同质化追求，消解国家民族属性。

(17) 这种循环论证，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里也有。比如他认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第一步是华夏族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

所以“华夏族→汉族”是中华民族的核心。这种“核心－周边”民族观基

本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致的。问题是：他谈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后，

才说华夏族，汉族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从夏商周开始讲历史这个态度本

身已经证明他继承历代正史的“正统”观念。而正史的世界观是以中原为

中心的。比如三星堆的青铜器文明等不会占中心位置。“中原是中国的中

心”→“中原出现了华夏族，华夏族扩大成汉族”→“所以华夏族、汉族

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有核心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中心”．．．这逻辑简直

是循环论证。先要说明一下为什么采取正史的世界观，或正史的世界观

为何可称是正确的。由此可见，他的民族观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致，

不是偶然的事。他们大概在潜意识中都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而这种潜意识中的认识难以当成用理智探讨的对象。

(18) 森普里尼（2003），第 62 页。

(19) 这句话是村田（1994）批评费孝通的民族观时使用的。

(20) 比如有苏双碧《历史人物评价应遵多民族国家原则》（《人民论坛》网络版

2003 年第三期， http://www.peopledaily.co扣／GB/paper85/8789/820574.

html/）等。

(21) 比如上海浦东新区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合作经营的“罗山市民会馆”

(http：／／附吼shymca.org. en/ service l .htm／有简介）等是个好例子。但依

我管见，目前在中国国内直接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宗教团体或NPO大多

都是有关基督教的。在海外，也有不少藏传佛教的僧侣从事末期照顾活

动（terminal care 或 hospice：访问晚期癌症患者、艾滋病患者等人提供

宗教性服务的活动）。

(22) 比如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上海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才31473 人。可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多达 103639人了（《追溯上海少数民族发展

的轨迹》，《中国民族》2004年第四期，第21-24页上今后随着户口制度改革，

人口的流动量会不断增加。关于民族镇，原先还有这个范畴，可被 1992

年的《关于停止审批民族镇的通知》取消了。关于自治市，请看鲍（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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